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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阐明了腐败对环境政策执行质量的影响机理,即腐败和工业产

业规模会弱化环境政策执行的严格程度.在该理论基础上,基于中国３０个省级区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

据,利用系统广义矩稳健性估计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模型结论,且具有较强的稳健

性,即腐败会损害环境政策执行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产业规模的扩大会进一步强化腐败对环境政策执

行质量的损害程度.为此,本文认为加大防腐和反腐力度,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于匡正腐败对环

境政策的扭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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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政策的执行质量”一直是制度经济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

分析与例证.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表明,环境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实现环境

污染负外部性的内在化.然而,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贿赂游说在位政府以便操控环境政策的执行

质量,最终可能导致环境恶化.诸多研究表明,腐败与环境政策执行质量有关.因此,有关腐败与环

境政策执行质量之间关联性的研究开始受到经济学和政治学学界的广泛关注,人们亦开始慎思腐败

给整个社会生存环境带来的危害性,并着手制定有效的反腐机制,也因此形成了若干关于腐败与环境

政策质量之间关联性的研究文献.
腐败与环境政策质量之间的关联,即腐败的环境政策效应,是指在既定的游说力度下,在位政府

官员通过权衡贿赂与损失的污染税,从而制定和执行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环境政策[１][２].以往的实

证研究结论皆表明腐败对环境政策具有显著影响.例如,Damania、Fredriksson和 List采用１９８２~
１９９２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环境政策的扭曲通常是由当局较

高的腐败水平导致的[１].Fredriksson和Svensson利用１９９０年６３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截面数

据,通过分析发现腐败是环境政策执行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即腐败降低了环境政策执行的严格程度[２].
与其他国家类似,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改善环境状况的政策,但环境恶化的趋势仍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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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以致不断恶化的环境形势“倒逼”当局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政策.例如广西龙江镉污染,河南、陕西、
湖南、浙江等地的血铅超标等事件,既反映了环境保护形势的严峻性,也作为反面教材和倒逼机制,推
动了环境问题的治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谓“危机倒逼型”路径.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环境价值观的扭曲,即中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更关注如

何摆脱贫困,对环境的需求较低;二是腐败导致的环保不作为加剧了环境恶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污

染型企业为了逃避法律的监督,通过伴有非法支付的非生产性努力来获得权力庇护.在执法者的庇

护下,企业污染便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由此可见,“在腐败问题不断滋生蔓延的情况下,环境政策执

行的效果势必受到不良影响.”[３]因此,如何有效控制腐败,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进而实

现构建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不仅是政府决策者亟需解决的关键任务,也是学界需要关注

的重要课题之一.遗憾的是,现有国内文献并未就转型期中国腐败与环境政策执行质量之间的关系

做出明确的解答.为此,本文根据Fredriksson和Svensson的建议,构建了一个有关在位政府官员与

游说集团之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用以说明腐败对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机制[２]① .在此基础上,利
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腐败的环境政策效应函数进行估计,并对估计结果进行稳

健性检验.

二、理论模型

(一)模型假设

假设开放经济体中有两类生产性行业,无污染型行业生产基准商品z,污染型行业生产商品x.
经济体中有消费者和污染型企业,他们的人数标准化为１.当地污染型行业会给消费者带来负效用.
给定某个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cz＋u(cx)－θX (１)
其中cz 和cx 分别表示消费者对基准商品z和商品x的消费② ,并且假定基准商品z和商品x的

国内和国际价格相等,分别为１和p∗ .u(cx)表示严格凹形且可微的次效用函数.商品x的总供给

为X,X＝nxin≥１,n表示污染型企业的数量,xi 表示污染型企业i的产量.θ表示单位危害系数,它
取决于污染型企业单位产出的污染治理力度h,其中θh＜０,θhh＞０,因此θX表示污染的总危害.由于

商品x的生产给当地造成了环境污染,因此当地政府部门试图通过征收污染税t来控制污染的排放

量,其中t表示污染税税率,并且t∈T,T∈R.
商品z的生产满足边际成本不变且等于１的假定.给定商品x的成本函数为υ(x,h),并假设υx

＞０,υh＞０,υxx＞０,υhh＞０和υhx＞０,那么每个污染型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i(t)＝p∗xi－υ(xi,hi)－tθ(hi)xi (２)
分别对xi 和hi 一阶求导,且令其等于零得:

∂πi/∂xi＝p∗ －υx－tθ＝０ (３)

∂πi/∂hi＝－υh－tθhxi＝０ (４)
方程(３)表示,当产品价格等于税后边际成本时,污染型企业i会停止生产.方程(４)表示,当污

染的边际治理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污染型企业i会停止增加污染治理投入.根据隐函数定理以

及方程(３)和(４),可知∂xi/∂t＜０和∂hi/∂t＞０,这表示,污染税税率的提高会促使污染型企业降低生

产量并增加污染治理投入.
污染税总收入等于:

τ(t)＝tθX(t) (５)
其中X(t)＝nx(t),假设所有的税收收入按人均分配.令 Y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在预算

约束条件 Y＝cz＋p∗cx 下,令式(１)最大化,从而得到消费函数cx＝d(p∗)＝u－１
c 和cz＝Y－p∗d(p∗).

因此,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V(p∗ ,t,Y)＝Y＋δ(p∗)－θX,其中δ(p∗)＝u[d(p∗)]－
p∗d(p∗)表示消费者购买商品x所获得的消费者剩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消费者购买商品z,则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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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者剩余.
由于污染型企业的利润取决于环境政策的执行质量,因此假设n个污染型企业能够组成一个游

说集团,其目的在于协调在位政府的贿赂报价,最终影响在位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同时,假
设消费者由于面临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而对游说集团的贿赂行为束手无策.本研究模型属于在位政府

与游说集团之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其中在位政府与游说集团这两个局中人都是风险中性者.博弈

过程的时序假设如下:
第一阶段,游说集团向在位政府提供一个贿赂“价目表”ΛM(t~).换言之,游说集团向政府官员提

供了一个连续的贿赂函数 ΛM:T→R＋ ,特定的贿赂价目显示了污染型企业对特定环境政策的偏好.
政府官员的职责在于调整自己实施、执行或监督环境政策t的执行力度.但在该阶段,游说集团面临

的不确定性问题是难以判断在位政府官员发生腐败的概率,即难以判断政府腐败官员人数占比.假

设在位政府官员腐败的概率为０＜λ＜１,保持清廉的概率为１－λ③ .
第二阶段,给定游说集团的策略,在位政府官员会制定各自最优的环境政策,同时在位政府腐败

官员会从游说集团手中获得相关贿赂.在该阶段,相关贿赂主要用于在位政府腐败官员的个人消费.
游说集团的货币报酬亦可以描述为连续函数 ΩM:T→R＋ .

第三阶段,如果在位政府官员是腐败的,那么政府腐败官员将会实施污染型企业偏好的环境政

策.如果在位政府官员是廉洁的,那么政府廉洁官员将会实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环境政策tc.在

第三阶段博弈过程中,政府腐败官员被查处的外生性概率ρ∈[０,１),查处后受到的惩处力度为φ＞０
(处罚的形式包括监狱服刑、罚款和损失退休福利)④ .

由于游说集团必须在第一阶段考虑政府官员腐败的概率,因此,游说集团的间接效用取决于预期

利润,即:

E[ΩM(t)]≡λnπ(t)＋[１－λ]nπ(tc) (６)
其中,E[􀅰]表示企业期望利润;nπ(t)表示污染税税率为t时,游说集团的总利润;nπ(tc)表示污

染税税率为tc 时,游说集团的总利润.
政府廉洁官员可以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且他们关心的仅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因此社会

福利函数可以表示为总利润、消费者剩余与污染税收入的总和减去污染给消费者带来的负效用,即:

ΩA(t)≡nπ(t)＋δ(p∗ )＋τ(t)－θ(h(t))X(t) (７)
令式(７)关于t的一阶导数等于零,从而求得令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庇古税tc＝１.
政府腐败官员关心的是个人福利的最大化,其贿赂和税收收入都用于个人消费.因此,政府腐败

官员的间接效用函数可以表述为:

ΩDB(t)≡δ(p∗ )＋τ(t)＋ΛM(t)－ρφ (８)
(二)贿赂的均衡条件

在求取贿赂均衡条件的过程中,本文将菜单拍卖模型作为理论基础.Dixit等以及 Goldberg和

Maggi指出政策谈判结果等于纳什谈判解.因此,政府腐败官员偏好的纳什均衡污染税税率t~ 可以

利用以下两个必要条件求得:

t~＝argmaxt ΩDB(t),t∈T (９)

t~＝argmaxt
[ΩM(t)－Λ

~ M(t)＋ΩDB(t)],t∈T (１０)

其中,Λ
~M 表示游说集团的均衡策略.必要条件(９)表示政府腐败官员会选择使自身总福利最大化

的贿赂“价目”.必要条件(１０)表明纳什均衡污染税使得游说集团和政府腐败官员的联合福利最大化⑤ .
假设贿赂“价目”在均衡点t~ 附近是可微的.利用必要条件(９)和(１０)的一阶条件,从而求得以

下条件:

ΩM
t (t~)＝Λ

~ M
t (t~) (１１)

将式(１１)代入式(９)的一阶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下列隐含政府腐败官员对污染税偏好的均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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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M
t (t~)＋τt(t

~)＝０ (１２)
在均衡过程中,政府腐败官员需要在贿赂和损失的税收收入之间权衡.利用式(１２)可以求得政

府腐败官员偏好的污染税,即将式(５)和(６)的一阶条件代入式(９),从而得到政府腐败官员偏好的污

染税(包络定理):

t~＝
θX(１－λ)
Xθhht＋θXt

(１３)

根据政府腐败官员偏好的污染税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庇古税,可以得到污染型企业期望的污

染税:

E[t∗ ]＝λt~ ＋(１－λ)tc＝
λθX(１－λ)
Xθhht＋θXt

＋１－λ (１４)

(三)环境政策执行质量的决定因素

我们现在分析腐败和污染型企业规模对环境政策的影响.首先,求式(１４)关于λ的一阶微分可

以得到:

dt∗

dλ＝
θX(１－２λ)
Xθhht＋θXt

－１ (１５)

其中式(１５)的分母Xθhht＋θXt 小于零,它表示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时关于t的二阶条件.为了

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它必须为负.因此,式(１５)的值取决于θX(１－２λ),当１－２λ＞０时,即０＜λ＜
０􀆰５,式(１５)的值为负.这意味着政府腐败概率处于０到０􀆰５这个区间时,腐败发生率的提高会降低

污染税税率.当１－２λ＜０时,即０􀆰５＜λ＜１,我们难以确定式(１５)的正负.这主要是因为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腐败官员人数的增加会抬高利益集团的游说成本,其结果是污染型企业在贿赂

游说与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之间难以抉择,换言之,利益集团的游说意愿发生了不明确的变化.由此,
我们得到命题１:

命题１:若腐败发生的概率小于０􀆰５,则腐败的发生率会降低环境政策执行质量;若腐败发生的概

率大于０􀆰５,则腐败的发生率对环境政策执行质量的影响方向并不明确.
接下来,我们分析污染型企业规模对污染税的直接效应.求式(１４)关于X的微分可得:

dt∗

dX＝
λ(１－λ)θ２Xt

(Xθhht＋θXt)２
＜０ (１６)

由于λ(１－λ)θ２Xt＜０,因此式(１６)小于零,表示污染型企业产量的增加对污染税税率有显著的负

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污染型企业产量的增加使得游说集团加大了游说力度,提高了贿赂标准,强化

了政府腐败官员对环境政策执行质量所施加的影响.由此得到命题２:
命题２:污染型企业规模对环境政策执行质量有消极影响.

三、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上述理论模型分析了腐败和污染型企业规模对环境政策执行质量的影响.接下来,本文运用我

国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上述理论模型的正确性.借鉴Fredriksson和Svensson的

计量模型[２],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⑥ :

Envi,t＝α０＋α１Envi,t－１＋α２Envi,t－２＋β１Cori,t＋β２Indi,t＋∑βiXi,t＋εi,t (１７)
计量模型(１７)中,被解释变量Envi,t表示i省t年的环境政策状况;Cori,t表示i省t年的腐败程

度;Indi,t表示i省t年的工业产值比例;Xi,t表示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公务员规模、失业率、FDI、对外贸

易开放度、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和城镇化率.εi,t是具有独立同分布的扰动项.
对于环境政策测度指标,现有研究环境政策的文献主要采用环境监管力度和环境污染治理投入

水平两个指标来衡量[４].基于此,本文选它们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于环境监管力度,采用排污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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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交纳排污费单位数来测度;对于环境污染治理投入水平,采用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交

纳排污费单位数来测度.考虑到环境政策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我们引入环境政策变量的滞后一、
二期变量作为模型的内生解释变量.

对于腐败指标的测度,以往文献主要采用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提供

的腐败评价指数以及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公布的清廉指数来测度腐败.但由于受

到样本限制,无法获得中国各省区在样本期间的腐败评价数据,因此,不能采用腐败评价指数或清廉

指数来度量腐败.根据国内现有研究的经验做法[５][６],采用每万公职人员贪腐渎职涉案人数来衡量

腐败.
对于污染型企业规模,根据Fredriksson和Svensson的建议,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指代指标[２].

控制变量中,公务员规模采用公职人员总数/就业人员总数来衡量;失业率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

衡量指标;FDI采用FDI总量/名义 GDP作为衡量指标;对外贸易开放度采用各省区进出口总额/名

义 GDP作为衡量指标;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衡量借鉴杨海生等的做法[４],利用各省区的财政赤字来

衡量;城镇化率指标利用非农人口总数/总人口数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限于数据严重缺失,本文面板数据样本没有包含西藏、台湾、澳门和香港等中国地区.其中排污

费收入总额和交纳排污费单位数取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环境年鉴»;治理工业污染投资总额数据取自

相应年份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贪腐渎职涉案人数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检察年鉴»中各地区

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在本文中,控制变量包括工业总产值、名义 GDP、公职人数总数、就业

人员总数、城镇登记失业率、FDI、各省区进出口总额、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等,这些控制变量的相关

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非农人口总数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中国人口年鉴».需要说

明的是排污费收入总额、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工业总产值和财政赤字等按１９９８年的可比价格进行了

平减.
表１给出了解释变量和各个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被解释变量的统计结果来看,１９９８~

２０１０年我国各省平均的污染监管力度为０􀆰０１４４万元/个,即平均每个污染企业缴纳的排污费为

０􀆰０１４４万元.从污染监管力度的差异来看,其中最大值为０􀆰１６１０,而最小值为０􀆰００１０,最大值是最

小值的１６１倍,这意味着在统计区间内,我国各省区污染监督力度差异较大.其次,在统计区间内,我
国各省平均的污染治理投入水平为０􀆰３８５６万元/个,即平均每个污染企业投入的污染治理力度为

０􀆰３８５６万元.从污染治理投入水平的差异来看,其中最大值为１２􀆰０４５８,而最小值仅为０􀆰００１２,最
大值是最小值的１万多倍,这意味着在统计区间内,我国各省污染治理投入力度差异较大.综合来

看,在统计区间内,缴纳的排污费远远小于污染治理投入.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变量释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Env１ 实际排污费收入总额/交纳排污费单位数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６ ０．１６１０
Env２ 污染治理实际投资总额/交纳排污费单位数 ０．３８５６ １．１６８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７５０ １２．０４５８
Cor 每万公职人员贪腐渎职涉案人数(对数) ３．５４４４ ０．３１９７ ２．２６９７ ３．５６５９ ４．２９６５
Ind 实际工业总产值(对数) ２．１５２０ １．０２８５ －０．６０２９ ２．２５３０ ３．９９８４
Off 公职人员总数/就业人员总数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２００ ０．１６９１
Une 城镇登记失业率×１００ ３．５９６７ ０．７６３３ ０．６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FDI FDI总额/名义 GDP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２ ０．５０９３
Ope 进出口总额/名义 GDP ０．３３８４ ０．４４７２ ０．０３１６ ０．１２９３ １．８７２３
Com 实际财政赤字(对数) ０．３６０９ １．０１５９ －２．６５３０ ０．３５４６ ３．１０５９
Urb 非农人口总数/总人口数 ０．４１０１ ０．１７６７ ０．０５６０ ０．３８６０ ０．９２８０

　　注:实际排污费收入总额、污染治理实际投资总额的单位都为万元,交纳排污费单位数的单位为个;实际工业总产值的单位为亿
元;公职人员总数、就业人员总数、非农人口总数和总人口数的单位都为万人;FDI总额、名义 GDP、进出口总额以及实际财政赤字的
单位都为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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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的前提是必须保证面板数据是平稳的,否则将会导致伪回归.基于此,我
们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六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

法对面板数据平稳性进行稳健性检验,水平值检验结果列于表２.由表２可知,当对各个经济变量的

水平值进行检验时,结果表明各检验统计量在５％的水平上均显著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由此可知样本中的面板数据均为平稳的I(０)过程.
　表２ 全样本面板单位根检验

变量 LevinLin&Chu BreitungtＧstat IPSWＧstat XTＧfisher PPＧfisher HarrisＧTzavalis

Env１ －２９．０６２７∗∗∗ －６．１５８５∗∗∗ －８．１５００∗∗∗ １７８．８３１８∗∗∗ ３９５．５９９７∗∗∗ －１８．８３９３∗∗∗

Env２ －２１．３８７５∗∗∗ －３．４７３３∗∗∗ －９．８１３０∗∗∗ ２５６．８２４２∗∗∗ ７８０．８８４３∗∗∗ －１９．９２０８∗∗∗

Cor －１９．７６９８∗∗∗ －６．７１０７∗∗∗ －４．６５３０∗∗∗ ２８４．９９１０∗∗∗ ４６２．００５８∗∗∗ －２０．９１７４∗∗∗

Ind －３．９３１０∗∗∗ －２．２１７３∗∗ －２．５９２２∗∗∗ １９１．３７７１∗∗∗ ３０８．９１０３∗∗∗ －５．１３１４∗∗∗

Off －２９．０８５２∗∗∗ －３．１９８４∗∗∗ －８．０３３１∗∗∗ １８２．６９６６∗∗∗ ３３５．６９９４∗∗∗ －２１．１６２１∗∗∗

Une －１３．５０１７∗∗∗ －６．７３５５∗∗∗ －１４．００６２∗∗∗ ３６０．２８９８∗∗∗ ５８２．３６０３∗∗∗ －２２．０７５２∗∗∗

FDI －５．１５８４∗∗∗ －６．６５１４∗∗∗ －４．５３９９∗∗∗ １３４．１２０５∗∗∗ ３１８．０５３４∗∗∗ －２１．６０７２∗∗∗

Ope －１５．５００４∗∗∗ －７．９９４４∗∗∗ －１１．８２３２∗∗∗ １２９．３３９１∗∗∗ ４９８．５３９９∗∗∗ －２０．７８７６∗∗∗

Com －５．７８３３∗∗∗ －３．３６５８∗∗∗ －３．６３０６∗∗∗ １４４．０３６２∗∗∗ １１１．０６６２∗∗∗ －９．０１２２∗∗∗

Urb －６．０５８５∗∗∗ －２．１９２９∗∗ －２．０７２５∗∗ １７０．２８１４∗∗∗ ２１３．１１７２∗∗∗ －６．３９５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参数估计与分析

Windmeijer指出,当所有矩条件都为线性时,基于泰勒展开式的修正项在小样本下的近似值更

精确,这使得两步系统 GMM 稳健估计比一步系统 GMM 稳健估计更有效[７].基于此,本文采用

STATA１２􀆰０软件对计量模型(式(１７))进行两步系统广义矩稳健估计,并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
表３中的模型(１)和模型(２)分别估计的是腐败对环境监管力度和环境治理力度影响的两步系统

GMM 稳健性估计结果.结果显示,Sargan过度识别限制性检验在５％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这表明

整体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此外,AR(１)和 AR(２)检验的P值显示,表３中两步系统 GMM 稳

健估计的扰动项差分仅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这表明两步系统 GMM 稳健估

计结果是有效的.表３中的估计结果表明:

１．腐败会显著弱化环境监管力度(β＝－０．０１６２,p＜０􀆰０１)和环境治理力度(β＝－０．４２９３,p＜
０􀆰０１),这一结论与本文的理论推导是一致的,由于本文中腐败的概率小于０􀆰５,因此污染型企业会通

过伴有非法支付的寻租行为来获得权力庇护,从而弱化了环境监管力度和环境治理力度.同时,这一

研究结论也与Fredriksson和Svensson的发现及 Wilson和 Damania的理论推断是一致的[２][３].对

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存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地方官员为

了在短期内获得政治晋升,他们倾向于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重经济利益而轻环境利益.特别

是,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污染型产业仍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同时它们承担了政府

部门的各项重要职能,包括政府部门制定的就业和财税增长目标等.这就使得传统污染型企业既拥

有雄厚的财力又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本来俘获地方政府,从而使得腐败成为有效影响环境政策执行质

量的关键因素,并且这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８].对于相关正式制度并不完善的

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它们可能更偏好于通过游说和政府租金支出来规避环境规制,以获得非生产性

利润.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在位政府而言,若既得利益集团能在没有严格环境规制的情况下,依靠粗

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那么这将为在位政府官员政治晋升增加筹码,同时由于企

业排污行为导致的环境损失在有限的任期内是很难有效测度的,由此执行“宽松的环境政策”便构成

既得利益集团和在位政府获得“双赢”局面的有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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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SGMM_twostep_vce(r)

(１) (２)

分年度回归(Env１)

(３) (４)

分年度回归(Env２)

(５) (６)

非线性考察

(７) (８)

Env１t－１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８６９
(０．０６０１)

－０．１７４０∗∗∗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３８２)

Env１t－２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１９４)
－０．１０１３∗∗

(０．０４３１)
－０．２１４２∗∗∗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７６１∗∗∗

(０．０２９９)

Env２t－１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２９３)

Env２t－２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６３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２００８∗∗∗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４４４∗∗∗

(０．００５６)

Cor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４６)
－０．４２９３∗∗∗

(０．１４２２)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１２)
－１．１０１３∗∗∗

(０．２８２２)
－０．３０４９∗∗∗

(０．１１１７)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０５５)
－０．５１７７∗∗∗

(０．１６６１)

Ind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３３２２∗

(０．１９２１)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４４)
－０．４９３２∗∗

(０．２２２９)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５１)
－０．３７３３∗∗

(０．１９２１)

Cor×Ind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２３)
０．２８４６∗∗∗

(０．０８５７)

Off －０．０５６８∗∗∗

(０．０１７７)
－３．４４３０∗

(１．８８３５)
－０．１４２８∗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６２５∗∗∗

(０．０２１７)
－５．９４２３∗∗∗

(２．２３５６)
－１．９６９０∗

(１．１２６４)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１８６)
－２．６２６４∗∗

(１．１２１３)

Une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１１)
０．１３４６∗∗

(０．０６０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２２３７∗∗

(０．１０５５)
０．０６４３∗∗∗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１４２８∗∗

(０．０５９６)

FDI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９６)
１．０１２４
(０．８２９５)

０．１２７１∗

(０．０７０１)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９１)
２．３０９８
(２．４７７８)

１．２８５０∗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４０７∗

(０．０２３９)
１．０５３４
(１．０６０８)

Ope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７)

０．１８３１∗

(０．１０５７)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６５６
(０．１９７０)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７４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２)

０．１３７３∗

(０．０７１２)

Com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４)
０．２４７１∗∗

(０．１０６０)
０．３２０１∗∗

(０．１３１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２８１)

Urb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７７)
－０．１１０１
(０．３０５０)

０．２８０８∗∗∗

(０．１０９４)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８７)

４．７８６４∗∗∗

(１．４８５１)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９４８)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７０)
０．２８８９
(０．２９２０)

年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１８９)
１．９５６２∗∗

(０．７８４８)
０．１１５７∗∗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１７２)
１．２１００
(１．１９６７)

２．１９２１∗∗∗

(０．５９７８)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２３５)
２．２３４５∗∗∗

(０．８０４１)
AR(１)test(P)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AR(２)test(P) ０．１０９７ ０．１１０３ ０．１８９８ ０．１５９０ ０．１９１３ ０．５１８０ ０．１２１６ ０．１００９
Sargantest(P)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２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残差单位根检验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注:(１)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２)∗、∗∗、∗∗∗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工业产业规模对环境监管力度(β＝－０．００７８,p＜０􀆰１)和环境治理力度(β＝－０．３３２２,p＜０􀆰１)
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与本文的理论推导是一致的,即工业产业水平的提升使得污染

型企业所组建的游说集团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提高对腐败官员的游说力度,强化了腐败官员对环境政

策执行质量所施加的影响,最终弱化了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同时这一结论也与 Fredriksson和

Millimet的发现是一致的[９].

３．公职人员规模对环境监管力度(β＝－０．０５６８,p＜０􀆰０１)和环境治理力度(β＝－３．４４３０,p＜
０􀆰１)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公职人员超过一定规模后,政策制定的效率会随着公职人

员规模的增长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这一结论与Fredriksson和 Millimet的发现是不一致的[９],他们

认为随着政府官员人数的增加,政府会加大对环境政策的干预,以便获得更多的税收来实现政府组织

的运转.但Bernauer和 Koubi的研究却发现政府规模扩张会降低环境质量,因而间接印证了本文的

研究结论[１０].事实上,政府规模的扩大是政府行政职能过多的体现,此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能要

面临更多的繁文缛节,这不仅会扭曲市场秩序,加大社会交易成本,压制新生企业的发展,而且还会助

长传统污染型企业游说当地政府的动机,使其掌握市场特权,从而打压新生企业,尤其是那些污染型

替代企业的发展.

４．失业率对环境监管力度(β＝０．００５３,p＜０􀆰０１)和环境治理力度(β＝０􀆰１３４６,p＜０􀆰０５)具有显

著的积极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与 Haan和 Wouter的研究是一致的,即随着失业率的增加,政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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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失业保障会导致相关税负增加[１１].

５．FDI对环境监管力度(β＝０．０２２３,p＜０􀆰０５)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环境治理力度虽有正向影响,
但不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FDI的流入带来某种程度的环境

污染,而环境污染的加重会促使管理当局提高对污染税的征收力度[１２].需要强调的是,FDI对环境

治理力度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强对FDI有逐出的作用,而地方政

府又想获得FDI的正向外部性,最终导致明显的环境政策博弈[１３],这使得FDI的流入对环境政策的

影响效果并不明显.

６．对外贸易开放度对环境监管力度虽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而对环境治理力度(β＝０􀆰１８３１,

p＜０􀆰０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Damania、Fredriksson和List的理论分析结论是一致的[１].对此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自由贸易可以有效提高收入,从而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技术来改善环境;其
次,贸易可以实现环境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得生产活动能够按照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最后

贸易自由化还可以消除扭曲的贸易政策,而这些贸易政策通常对环境政策执行质量有着消极影响.

７．财政赤字对环境监管力度(β＝０．００１９,p＜０􀆰０５)和环境治理力度(β＝０．０７２２,p＜０􀆰０５)都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杨海生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４],即财政赤字弱化了地方政府竞逐经济资源

的动力,从而迫使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共职能的发挥中.

８．城镇化率对环境监管力度(β＝０．０１３０,p＜０􀆰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环境治理力度的影响

并不明显.这与王会和王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即城镇化对污染物排放具有持续的增效

应,使得地方政府提高了污染税的征收力度[１４].但是城镇化作为中央考察地方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

之一,使得地方政府过度强调城镇化而弱化了污染治理力度.
(三)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之前,需要强调的是,环境监管力度和环境治理力度这两个指标是可以相互替代

的,并且这两个指标的回归结果是基本一致的,这说明了本文的计量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为

了进一步检验计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两种方法进行验证.
其一,对样本进行分年度回归.由于政治周期有一定的反腐败效应,因此,我们以２００２年为临界

点,将样本分为两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为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期间,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为第四代领导人执政期

间.相关结果汇报在表３中的模型(３)~(６),回归结果显示,腐败和工业产业规模对环境政策的负面

影响具有稳健性.
其二,环境政策可能会受到腐败与工业产业规模的交互影响,故此处考察腐败和工业产业规模交

互影响(Cor×Ind)下腐败、工业产业规模和环境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是否仍然存在.相关结果汇报在

表３中的模型(７)和模型(８),回归结果显示腐败和工业产业规模的系数始终为负,即腐败水平和工业

产业规模均对环境监管力度和环境治理力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腐败和工业产业规模的交

互项也呈现出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即该交互项对环境监管力度和环境治理力度具有显著的正面

影响,这意味着当工业产业规模更大时,腐败对环境治理力度的弱化程度会更强.对此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随着工业产业规模的扩大,传统污染型企业拥有更雄厚的财力资源并肩负更多的政策性负担,
因此,随着传统污染型产业规模的不断膨胀,其更有可能俘获地方政府,从而通过贿赂等手段对环境

政策执行质量施加更强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内涵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滞后,传统污染行业仍在国民经济中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污染型企业组成的游说集团仍具有雄厚的贿赂资本以对环境政

策的执行质量施加影响.当存在某种程度的腐败水平时,环境政策执行质量将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

的均衡结果,而该均衡结果并不能弥补环境污染给人们所造成的负外部性.为了验证博弈均衡结果,
我们基于中国大陆３０个省级区域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稳健性估计的计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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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支持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即腐败和工业产业规模会对环境政策执

行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同时发现,随着工业产业规模的扩

大,腐败对环境政策执行质量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强化.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环境污染问题亟待解

决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应用价值,其中最典型的两条是:第一,通过排污权

交易、环境补贴和创新减税等措施,鼓励企业依靠绿色技术和管理创新来实现资源整合和要素的合理

配置,同时取缔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通过行政理论的学习与强化政府官员的自律能力,提高政府官员拒腐防变的能力,同时制定合

理的干部任用和监督机制(比如异地交流等)抑制腐败的滋生蔓延,从而提高环境政策的执行质量.

注释:

①在Fredriksson和Svensson的文章中,他们考虑了政治不稳定性对环境政策的影响,即假定在位政府连任的概率为１－γ,而不
能连任的概率则为γ.在中国,地方官员通常会因为交流而发生异地更替的情况,与国外官员任用制度不同的是,中国地方官员的任
期通常是连续的.考虑到国内与国外在官员任用制度上的差异性,我们假定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后,后任官员仍会选择与前任一致的
环境政策执行质量.这也是本文与Fredriksson和Svensson的文章的重要区别.

②基准商品是指价格定为１,并作为一个基准,其它商品以其为标准来确定价格.这里的基准商品是指国内非贸易商品,并将其
价格设为１.

③本文第一阶段的博弈情况与Fredriksson和Svensson的研究是不同的,他们的文章中第一阶段博弈是游说集团对在位政府继
续连任的概率进行判断,然后制定出一个贿赂菜单.而这一假定与中国官员的任用制度存在较大差异.

④本文第三阶段的博弈情况与Fredriksson和Svensson的研究也是不同的,他们的文章中第三阶段的博弈是若在位政府不能继
续连任,则新任政府有λ的概率会选择延续前任的环境政策.

⑤在纳什谈判条件中argmaxt ΩDB(t),t∈T 表示函数 ΩDB(t)取极大值时自变量对应的t的取值,并且t∈T.同样地,t~＝

argmaxt
[ΩM(t)－Λ

~M(t)＋ΩDB(t)],t∈T表示函数 ΩM(t)－Λ
~M(t)＋ΩDB(t)取极大值时自变量对应的t的取值,并且t∈T.

⑥本文只是借鉴Fredriksson和Svensson文章中的计量模型,其思想是建立在他们的模型之上的,不同的是他们考虑的是腐败
和政治不稳定性对环境政策的影响,而本文考虑的是腐败和工业产业规模对环境政策的影响.另外,他们并未考虑环境政策滞后期
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各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而本文考虑了这些情况.这也是本文对他们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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